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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使用 2000-2006 年中国海关贸易和工业企业库的合并数据，从微

观层面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行测算。在综合考虑了不同进口贸易方

式特征、间接进口与资本品进口问题之后，测算结果发现：中国出口的 DVAR 从 2000 年的

0.49 上升到 2006 年的 0.57；加工贸易的 DVAR 显著低于一般贸易，外资企业 DVAR 显著低

于本土企业；生产技术复杂程度高的行业具有较低的出口 DVAR；推动中国出口 DVAR 上升的

主要动力是民营企业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FDI 进入是导致

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 DVAR 上升的重要因素，这可能反映出中国并未获得真正的贸易利得；

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出口有利于我国出口 DVAR 的提升。本文的经验结果有助于解决

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争论，并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出口；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加工贸易；外资企业；FDI

一、引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分工模式开始由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intra
-product specialization），各个国家开始专注于产品价值链的某个环节而不再是某种产品

（Gereffi，2001）。典型的例子是，一台 iphone 手机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设计，然后分别

在美国，德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生产其零部件，最后在中国组装。从出口统计数据来

看，中国出口一台 iphone 报送海关的出口额是整台 iphone 的价格，而中国获得的实际价值

只是其中的 1.8%左右。因此当产品内分工普遍存在时，从贸易总量的角度来理解一国在全

球贸易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所得的贸易利益，就会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事实上，对国家层面

出口附加值的测算正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Johnson and Noguera，2012；Koopman，
Wang and Wei，2008；2009；2012a；2012b）。既有的研究文献已经证明，从企业层面对一

国出口附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以下简写为 DVA）的准确测算，不仅能够精确反映

一国参与垂直分工的程度（Vertical Specialization，以下简写为 VS）①
，更是核算一国参与

国际贸易过程中真实贸易利得的有效途径。

在改革开放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以自身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以及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参

与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所积极推动的全球化生产与贸易体系。出口给中国

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外需空间，使得中国在 20 年内一举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

的持续出口快速扩张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国的出口扩张抢夺了别国

的出口机会、就业机会与发展机会，因此，要求世界贸易体系的“再平衡”成为一些国家

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强力“诉求”。在此背景下，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案件迅速增长。截

至 2011 年，中国已经连续 17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贸易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 6 年成为

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制裁的最大受害者。

上述现象都直指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究竟从出口中获得了多少利益？是否真如美国等西方

国家某些学者所鼓吹地那样：中国是当今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最大”受益者呢？因此，我

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中国出口的价值为多少”，而是“中国出口中实际在中国生产的价

① Hummls et al.(2001)定义 VS=(进口中间投入品·出口)/总产出，而 DVA=(1-VS)，因此 VS 与 DVA 可以

看作出口这枚硬币的两面。



2

值为多少”，即“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为多少”。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当今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生产与贸易体系的最主要参与者——
中国而言，尤其在“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的今天，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合理分析中

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贸易利得，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将有助

于澄清对中国“出口模式”的“误解”，也将有利于缓解中国在贸易战中的被动局面。有鉴

于此，本文在既有文献所提供的测算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测算方法的综合与改进，全面

测算了中国企业出口的 DVAR（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n，即国内附加值率），并尝试分

析背后可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研究可能具有以下方面的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丰富了已有关于不同国家出口

DVAR 测算的研究文献，并提供了一个基于企业层面的改进的微观测算方法，这将为 DVAR
的决定因素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提供经验基础，也将为从附加值的角度来理解现实国际贸易

中分工格局和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来提供检验基础（Johnson and Noguera，2012），事实上，

现阶段国际贸易研究的关注重点不仅仅是出口比较优势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将研究重点放

在对现有贸易体系下的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的分配以及不同国家的贸易利得方面问题

（Arkolakis, Costinot and Rodríguez-Clare，2012）。从实践层面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会

对深入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一方面，测算

中国出口 DVAR 不仅仅是正确理解中国“出口模式”的基础性工作，而且，该研究结论也

将为中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产生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准确测算中国

出口的 DVAR 将对深入理解当今国际贸易问题中的重要争论，比如引人注目的“中美巨额

贸易顺差”问题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充分的经验事实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测算方法，重点探讨了本文对微

观测算方法的改进；第三部分是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的介绍以及处理，分析了本文所得

到匹配数据的基本情况；第四部分汇报了测算结果以及对结果的分析；第五部分则对中国

企业出口 DVAR 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语与可能具有的政策含义。

二、本文的测算方法与改进

（一）已有两类测算方法的比较

关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可以根据其使用的数据分为两大类方法。第一类是基于

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即 I-O 表）的宏观估算方法。这类方法的经典文献是由 Hummls et al.
（2001）首次提出的对 VS 的测算，他们将一国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比例来反映一国的

VS，并利用 OECD 数据库中 1968-1990 之间几年的 I-O 表测算出了 G7，澳大利亚等 10 个

国家的 VS 占出口的比重。HIY（Hummls-Ishii-Yi）方法的缺陷在于其设定进口中间品在加

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出口产品中具有相同的投入比例，而没有考虑到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

式的特殊性。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和其低附加值率的特点，HIY 测算

方法显然高估了 DVA。基于这点认识，Koopman et al.（2012）改进了 HIY 方法，他们将标

准的非竞争性 I-O 表分解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类 I-O 表，并对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设定

了不同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然后利用二次规划模型来估算新引进的参数。他们将这一算

法应用到中国 1992，1997 和 2002 年的 I-O 表数据，计算了中国这三年中各行业出口产品

的 DVA 与 DVAR，发现中国加入 WTO 之后，出口产品的 DVAR 从 50%上升至 60%左右。

尽管考虑到了加工贸易的特殊性，KWW（Koopman-Wang-Wei）方法未能区分一般贸易进

口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Dean et al.（2011）运用中国海关数据和联合国 BEC 产品分类标

准
①
更为细致地划分了进口产品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消费品或资本品），并对照地运用

① BEC 即 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 分类标准是由联合国制定的对贸易品的分类依据，其产



3

了 HIY 方法与 KWW 方法来测算中国 VS 占出口的比重，其的发现是 KWW 方法由于没有

对进口产品进行划分，仍然高估了中国出口的 DVAR。
第二类方法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微观测算方法。随着

中国企业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的获得，直接从微观层面来估算企业出口的 DVAR 成为可能。

Upward et al.（2012）合并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直接利用 KWW 方法

中的核算公式计算了中国企业出口的 DVAR，测算结果发现，2003-2006 年间中国企业出口

的平均国内附加值率仅由 53%上升至了 60%，并且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出口附加值率比非加

工贸易型企业低 50%。Kee 和 Tang（2012）则充分认识到了企业之间存在的间接贸易问题

和进口中间产品的识别问题，前者是指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着进口产品的相互转售而造成的

企业进口产品的测算误差，后者则是指难以通过较为有效的方式来分离出企业的进口中间

产品。同样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他们测算了中国

加工贸易出口的 DVAR，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企业出口的 DVAR 由 2000 年的 52%上升至了

60%。但这一结果与 Upward et al.（2012）的估算有较大差异，这些测算结果的差异说明了

在实际运用中对该测算方法改进的必要性。

（二）已有测算方法的不足与本文的改进

已有的测算方法尽管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就运用 I-O 表的宏

观测算方法而言，它的缺陷在于：第一，使用 I-O 表时暗含着固定投入产出系数的设定，

这使得估算难以捕捉价格变化等外生冲击对企业投入产出决策的影响（Koopman et al.，
2012）；第二，作为一种宏观估算方法，I-O 表本身不能反映行业内部企业的异质性，而企

业之间的异质性是广泛存在的（Melitz，2003）。这导致了关于 DVA 的研究仅仅只能停留在

行业层面核算与统计描述，而难以深入到其决定因素与变化机制的研究；第三，I-O 表数据

本身的可获取性（每 5 年报告一次）限制了对 DVAR 时间变化趋势的计量分析。相比于基

于 I-O 表的宏观测算方法，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微观测算方法在这三个方面都较宏观测算方

法更可取。

尽管相对于基于 I-O 的宏观测算方法，微观测算方法有较大优势，但是从已有的文献

来看，我们认为，这些测算方法在中国的运用仍存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贸易代理商、中

间投入品的间接进口以及进口资本品的折旧三个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从 DVAR 计

算公式入手来讨论已有测算方法的不足和本文在测算方法上的改进。依据 DVAR 的定义，

我们有 t 时期 i 行业中的企业 j 的 DVAR 的计算公式为：

1 ijtk ijtkk
ijtk

ijtkk

M
DVAR

X
 

 


(1)

其中 k 表示贸易方式，以 k=1 表示加工贸易，k=2 表示一般贸易
①
。 ijtkX 表示企业以 k

类贸易方式的出口额， I
ijtkM 表示在 k 类贸易方式下中间产品进口额； ijtk 表示在 k 类贸易

方式下，企业进口中间产品中生产出口产品的份额。由（1）式可知 DVA 测算的关键在于

确定 I
ijtkM 与 ijtk 的值。确定 I

ijtkM 与 ijtk 的取值亦被分别称为中间产品的判别问题和中间投

入品的配置问题（Dean et al.，2011）。已有的文献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其处理方法可以归纳如下：

（1）测算 I
ijtkM 。k=1 时(即进口方式为加工贸易时)，已有的研究认为根据中国海关的

报关规定，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品均为中间投入品，无需区别对待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与进

料加工贸易（Dean et al.，2011；Upward et al.，2012；Kee and Tang，2012）。而实际情况是，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的进口指标中单列出了“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设备”一项统计指标。在 1999
年以前，该项包含的仅是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进口设备，进料加工装配贸易的设备被归为

品分类可以与 HS-6 分位产品编码对应。
①
由于在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方式占到了进出口额的 95%以上，故只需考虑 k 的两种取

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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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而在 1999 年以后，该项统计指标同时包含了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进口设备和进

料加工贸易的进口设备
①
。鉴于此，来料装配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口品可以全部作

为中间投入品而不需要额外的划分。以 1ijtIMP 表示加工贸易的进口值，从而有：

1 1
I
ijt ijtM IMP 。

当 k=2 时（即进口方式为一般贸易时），其进口可能包含消费品或资本品。而最终产品

不能算作进口的中间产品，于是需要利用某种分类标准来对进口产品进行分类，从而分离

出进口的中间产品。常用的产品分类标准为 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标准（Dean
et al.，2011；Upward et al.，2012）。该分类标准提供了两类信息：第一类信息是三种产品（中

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对应的 BEC 编码，第二类信息是 BEC 编码与 6 分位 HS 产品编码

的对应表
②
。由于海关贸易数据中的产品分类为 8 分位 HS 编码，我们只需先将 HS 编码转

化为 BEC 编码，然后再利用 BEC 编码来分离出一般贸易进口产品包含的中间投入品。为

了验证 BEC 分类标准对产品的分类效率，本文将 BEC 分类标准对中国海关贸易进口数据

中“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设备”项下的产品进行了分类
③
。我们发现 BEC 分类标准能够较好地识

别出产品类型，从而证明了其有效性。以 2ijtIMP 表示一般贸易的进口值， 2ijt BECIMP 表示经

BEC 标准划分的中间投入品值，从而有： 2 2
I
ijt ijt BECM IMP 。

（2） 测算 ijkt 。根据中国海关规定，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时，企业的生产活动将全程

接受海关的监管，企业进口的中间品只能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即 1
I
ijtM 全部用企业加工贸

易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在一般贸易情形下，企业进口产品既可能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也可能

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这时的关键问题是确定进口产品在两者之间的分配比例。Hummls et al.
（2001）提出的 VS 测算公式中，设定企业生产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使用同样的技术，从

而进口中间投入品在内销产品与出口产品之间按比例分配。在考虑一般贸易情形时，HIY
方法仍然被广泛应用（Johnson and Noguera，2012；Chen et al.，2007；Dean et al.，2011；
Upward et al.，2012），于是在单一贸易方式下，有如下计算式成立：

ijtk
ijtk

ijtk

X
Y

  (2)

其中 Yijtk表示企业在 k 类贸易方式下的总产值，可以用企业的总销售额来测算。于是，

当企业为单一进出口方式时，企业 DVAR 的测算式为：

 
 

1

1

2

2

1 1

2 2

; 1

; 2

ijt

ijt

ijt

ijt BEC

X
ijt ijtY

ijtk X
ijt ijtY

X IMP k
DVAR

X IMP k

    
  



(3)

显然，加工贸易型企业与一般贸易型企业并不是出口企业的全部，出口企业中还存在

着相当比例的混合贸易企业（M）。Koopman et al.（2012）注意到了 HIY 方法的缺陷，他们

指出当加工贸易普遍存在时，这种测算方法会高估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从而有必要将加工

贸易与一般贸易分开来讨论。为了计算混合贸易企业的 DVAR，可以分别计算一般贸易与

加工贸易 DVAR，然后利用两种贸易方式下的出口值对其加权求和，其计算公式为：

1 1 2 2
M
ijt ijt ijt ijt ijtDVAR DVAR DVAR     (4)

在（4）中 1ijt 与 2ijt 分别表示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所占企业总出口的

份额。由于仅能获得企业的总产值，所以为了得到企业的 Yijt2需要用企业的总产值减去企业

在加工贸易方式下的出口值。于是，（3）与（4）给出了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混合贸易型

① 参见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804/info2804.htm 对统计代码

“20”的解释与说明。
② 关于 BEC 分类标准可以参见联合国网站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10&Lg=1，

而由于 BEC—HS 对应表五年更新一次，本文分别使用了 1996 年的 BEC-HS 对应表与 2002 年的 BEC-HS
对应表来对 2000-2001 与 2002-2006 的进口产品做对应的分类处理，1996 版的 BEC-HS 对应表与 2002 年

的 BEC-HS 对应表可以参见联合国网站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ld.asp?Lg=1。
③ 我们还将 BEC 分类标准应用到了中国海关进口数据中，对“进料加工贸易”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

项下的进口产品进行分类，同样发现 BEC 分类标准能够很好地识别出中间品。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804/info2804.htm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10&Lg=1
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dnld.asp?L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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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口的 DVAR 测算方法。

尽管以上给出的 DVAR 测算方法在理论并无歧义，但若直接将中国的贸易数据套用到

此公式中，便会发现其并不能得到关于中国企业出口 DVAR 合理的结论。首先，我们注意

到微观测算方法的困难之处在于识别企业自身实际进行的进口，生产与出口活动。而贸易

代理商的存在和企业之间原材料的转移会导致企业表现为过度进口（进口中间产品大于企

业中间投入）或过度出口（进口中间产品偏低），这会使企业真实的进出口数额与海关记录

的进出口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从而直接使用海关记录的企业进出口数据会导致测算产生误

差；其次，企业即使是进口为零，仍然有可能间接进口了国外的中间产品，因为在垂直分

工盛行的今天，中国企业的工业生产已经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中，这导致国内中间投入不可

避免地含有国外产品成分（Koopman et al.，2012）。最后，不仅是企业进口的中间产品会转

移到出口产品中，企业自身生产的资本设备在生产中同样会有部分价值转移至企业的产成

品中。并且，中国进口中的生产设备类的资本品一直占据了较大比例
①
。而尤其是在加工贸

易型企业中，企业偏向于进口生产设备来实现技术进步（Yasar，2012）。所以，更为合理的

测算方法应该在企业的附加值中扣除由进口资本品带来的累计折旧部分。

鉴于已有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为了更精确地测算中国企业的 DVA 和 DVAR，本文充

分考虑这三个方面问题，并对已有的测算方法做了如下改进：

（1）贸易代理商问题。既有文献的测算方法中没有关注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我

国 2004 年前存在对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
②
以及企业自身能力和资金的限制，中国企业

的进出口存在依靠中间贸易商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企业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可能不

是自己直接通过海关进口所得，而是通过专门从事进出口的贸易代理商来进行。表 1 展示

了利用海关贸易数据的信息所得到的企业使用中间贸易代理商的进出口数量比重。为此，

我们对中间贸易代理商的识别采用了 Ahn, Khandel 和 Wei（2010）所建议的方法，将海关

数据库中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信息的企业归

为中间贸易商。我们最终发现进口中间贸易商的数量为 32162 家，中间贸易商（intermediary
firms）的进口额大约占到总进口额的 22%，但从 2000 年到 2006 年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特别是 2001 年我国正式加入 WTO 以后，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了加

入 WTO 后，我国对进出口经营权的审批权的放开，导致了企业直接进出口规模的增长。而

且，我们可以从表 1 可看出，即使在 2004 年后我国企业使用中间代理贸易商的进出口数量

比例也相当大。所以，如果不考虑我国企业使用中间代理贸易商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

必定低估我国出口企业的 DVA 和 DVAR。针对此问题，我们构造了以下的估算式来处理此

问题：

int
int 1

custom er
ijtk ijtktotal custom er

ijtk ijtk ijtk total total
ijtk ijtk

IMP IMP
IMP IMP IMP

IMP IMP
     （5）

上式中， total

ijtk
IMP 表示企业实际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额，其由两部分构成： custom

ijtk
IMP 表

示海关记录的企业进口中间产品额； int er

ijtk
IMP 表示企业可能从中间贸易代理商所购买的间接

进口的中间产品额。 total

ijtk
IMP 是需要估算出的企业实际总进口额， custom

ijtk
IMP 是可从海关数据库中

得到的数值。由上述恒等式可知，关键问题在于对 int er

ijtk
IMP 数值的估算。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

对代理进口产品比例（ int er

ijtk
IMP / total

ijtk
IMP ）的估算。经过我们的可靠性测试后，本文采用海关贸

①
商务部 2012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资本品所占比重则从 2000 年的 21%逐步上升到 2006 年的 24%，工

业制成品进口中机械设备比重的持续增加，从 2000 年的 51.2%上升到 2006 年的 59.1%。
②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将在入世后三年内完全放开进出口经营权。在入世后三年过渡期

内，我国将取消进出口权的审批制，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从事进出口贸易。也就是说，三年之后，只

要企业有要求，就可以登记成为进出口企业。但是，仍然有企业获得进出口权的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和企

业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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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库中统计所得到的
1

n

kt ktk
INTERATE

 来进行替代
①
。其表示按照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进口

额加权得到的企业从中间贸易代理商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由此，得到了企业实际使

用的进口中间产品额 total

ijtk
IMP ：

1
(1 )

custom
ijtktotal

ijtk n

kt ktk

IMP
IMP

INTERATE





（6）

以 total
ijtkIMPK 表示企业进口的资本品，则(6)式同样适合估算企业实际的资本品总进口额。与

进口相同，企业也可以通过中间代理商进行出口，但是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了企业

的出口交货值，从而避免了估算企业实际总出口这一问题。

表 1 我国进出口中中间贸易代理商的进出口额比重

年份
贸易商进

口额占比

贸易商资

本品进口

额占比

贸易商中

间品进口

额占比

贸易商出

口额占比

贸易商资

本品出口

额占比

贸易商中

间品出口

额占比

2000 28.26% 35.11% 25.97% 37.92% 21% 39%

2001 28.73% 35.56% 26.11% 35.33% 18% 37%

2002 26.29% 29.55% 24.31% 32.42% 17% 32%

2003 23.94% 25.07% 22.41% 29.31% 14% 29%

2004 21.90% 20.82% 21.15% 26.34% 11% 27%

2005 20.01% 19.71% 19.05% 24.45% 11% 25%

2006 18.18% 21.01% 16.35% 23.77% 10% 24%

（2）中间投入品的间接进口问题。除了由贸易代理商引致的间接进口问题，间接进口

还可能以两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首先，由于我国在加入 WTO 之前对企业经营权采取严

格的审批权控制政策，因此，获取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就可以充当进出口代理商的角色，造

成在海关贸易统计库中某些企业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额大于企业总体的中间投入品额②。针

对这种情况，我们参考了 Kee 和 Tang（2012）所建议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其次，由企业间

产品的交易引致的间接进口可能更为普遍。比如：当 A 企业将含进口原材料生产的产成品销

售给国内的 B 企业时，一旦 B 企业将该产品用于企业的原材料投入，那么就相当于 B 企业

间接进行了原材料的进口，而 B 企业的这种间接进口无法在海关数据中反映出来。这一问题

可以通过利用已有的研究结论得以部分地解决，Koopman et al.（2012）认为中国加工贸易企

业使用的国内原材料含有的国外产品份额为 5%-10%，在本文中，我们对比计算了企业国内

中间投入不含国外产品和国内中间投入中含有5%的国外产品两种情况下企业出口的DVAR，
以作为对测算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3）资本品的进口问题。既有文献在测算过程中还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的附

加值中必然包含资本的折旧所得。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资本品的进口是我国企业获得

出口竞争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如果在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核算中没有减去进口资本品

的折旧所得，可能会高估企业出口的 DVA 和 DVAR。单豪杰（2008）③
的研究相对精确地估

算了我国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10.96% )，鉴于此，我们采用该文献所提供的固定资产

折旧率来将 j企业在年份 t所进口的资本品的累计折旧部分核算出来，并在估算企业出口DVA
和 DVAR 的过程中扣除了企业进口的资本品的累计折旧。其具体测算方法如下：假设企业存

活了 T( 1 )期，那么企业在时期 t( T )进口的资本品需要在余下的每期中减去相应的折旧。

① 我们采用了企业出口方面的数据利用此思路进行验证，结果充分验证了该方法所具有的可靠性。
② 可以从工业企业库中的企业出口交货值和海关贸易统计库中海关出口额的差异发现这个现象的存在。
③
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 K 的再估：1952～2006 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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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假设企业 j 在 t 期进口的资本品为 total
ijtkIMPK ，那么企业在 t 期应当减去的资本折旧为：

1

t total
ijtk ijsks
D IMPK


  (7)

在海关贸易数据中，加工贸易的资本品进口在加工贸易进口设备中有单独的统计，而一

般贸易的资本品进口则仍然需要通过 BEC 分类方法来获得。由以上的讨论可知，本文提出

的 DVAR 测算公式为：

11

1

22

2

1 ; 1
=

1 ; 2

total
ijtijt

ijt

total
ijtijt BECBEC

ijt

IMP D

Y

ijtk IMP D

Y

k
DVAR

k





  

  

(8)

21 21

1 21 21 1
totaltotal

ijtijt ijt BECijt BEC

ijt ijt

IMP DIMP DM
ijt Y YDVAR  

              
(9)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与初步处理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其二是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提供了通过海关的每笔交易记录，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与企业

特征相关的指标。这两个数据库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指标，下面分别对其说明。

（1）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来自于中国海关总署记录的产品层面

交易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涵括了 2000-2006 年每月通关企业的每一条进出口交易信息。本

数据包括的信息亦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企业注册的部分信息，包括报关企业名称、

报关企业编码、收发货企业名称、收发货企业编码和企业所有制信息，第二类则是反映企

业每笔对外贸易的基本信息（金额单位为美元），主要包括进出口产品 8 分位 HS 编码、进

出口金额和数量、进出口贸易类型
①
、进口货源地与出口目的地、运输方式等指标。对本套

数据的初步处理如下：（1）删除了其中赋值明显不合理的相关变量；（2）将月份数据加总

为年份数据。

（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涵括了国家统计局于 2000
到 2006 年间对全部国有与规模以上（主营业务年收入超过 500 万元）非国有工业企业调查

数据。该数据库覆盖了 41 个行业，包含了大约 200 多万个观测值，占据了中国工业总产出

的 95%和出口总额的 98%。数据主要包含了两类变量，第一类变量是有关企业注册基本信

息的变量，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代码、联系电话、邮政编码、所属行业等类似指标，第二

类变量与企业财务状况相关（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主要包括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

出口交货值、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等类似财务指标。本文对本数据主要进行了以下初步处

理：（1）仅保留营业状态的制造业企业；（2）剔除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变量
②
中赋值明显不合

理或为负值的样本观测值；（3）删除样本首尾 1%的样本；（4）保留连续 3 年以上观测值的

企业数据。

此外，选用 2000 至 2006 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还有如下的合理性：一是

2000-2006 年间，中国企业的进出口均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二是中国于 2001 年底加入了

WTO，我们样本数据正好涵括了中国加入 WTO 的前后期间。这就为我们观察中国加入 WTO
后，贸易壁垒的相对降低与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导致进出口的扩张对企业出口DVAR
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观察期。

①
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存在的贸易方式的划分主要有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易货

贸易、补偿贸易等 17 种贸易方式。
②
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工业销售额、营业收入、就业人数(<8)、固定资产总额、出口额、中间投入品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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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匹配

数据合并是本文数据处理最为基础的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对两套数据的合并效率

取决于是否可以找到唯一企业的特殊代码。本文采用的数据合并方法是采用企业的中文名

称进行合并，因为企业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时不允许重复使用名称。这种方法的

优势在于其合并具有较高的效率，因为企业名称一般不会出现缺失或统计错误的问题

（Upward et al.，2012）。
由于 CIFD①

中的企业为全部国有与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而 CCTS 记录的是有通

关记录的全部进出口企业，所以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导致 CIFD 与 CCTS 不能完全合并：（1）
CIFD 中的企业包含有非出口企业与间接贸易企业，这两种类型的企业都不会参与进出口的

报关，因此不会在 CCTS 中；（2）CCTS 中包含有大量的贸易代理商，而这些企业不是工业

企业，因此不会在 CIFD 中；（3）CCTS 中的工业企业可能由于年主营业务收入小于 500 万

元而不会在 CIFD 中。鉴于以上原因，合并后的企业将同时具有两类特征：其一是国有企业

或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其二是直接参与海关进出口报关。于是，合并数据中的企业具

有财务指标与进出口指标，这是计算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的基础。在尽可能采取其它辅

助手段提高匹配效率的基础上，表 2 给出了 CIFD 与 CCTS 两类数据匹配企业的基本情况。

初步可以看出，我们的数据匹配无论是从进口还是出口在企业数量比重和进出口数量份额

两个方面均达到了相应的匹配效率。正如 Upward et al.（2012）所做的一系列检验，这样的

匹配数据基本上反映中国企业进出口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不合理样本的删除以及非纯出口企业的剔除，本文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含有

112862 个观测值，其中出口为一般贸易方式的企业数为 39002 个，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样本

数为 50336 个，混合贸易方式出口样本数为 32524 个。下面我们将使用该样本来计算企业

出口的 DVAR 值。

表 2 CIFD与 CCTS匹配的企业基本情况

年份
匹配

企业数

CIFD

企业%

CCTS

企业%

CIFD 出

口企业%

CCTS 进

口企业%

CCTS 出

口份额%

CIFD 进

口分额%

2000 13581 8.77% 45.99% 37.99% 48.37% 67.72% 41.16%

2001 16104 9.80% 47.38% 41.47% 47.69% 66.84% 42.29%

2002 18983 10.87% 47.48% 44.04% 46.30% 69.39% 42.69%

2003 24432 12.78% 51.92% 50.23% 45.91% 64.61% 48.46%

2004 29109 13.50% 54.12% 54.48% 46.21% 67.74% 54.08%

2005 43993 15.72% 67.72% 57.82% 47.04% 63.55% 55.27%

2006 47083 15.85% 71.55% 62.06% 50.53% 65.63% 57.99%

合计 194285 -- -- -- -- -- --

四、测算结果与分析

1. 企业出口 DVAR 的总体变化趋势

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出口 DVAR 的总体平均值及其在样本观测期间内的变动趋势。

图 1 显示，在不考虑企业从国内所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的进口成分的情形下，我国企

业出口的 DVAR 从 2000 年的 49.13%逐步上升到 2006 年的 57.3%，7 年之间增长了 8.17 个

百分点。在考虑企业从国内所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的进口成分的情形下（设定 5%比

① CIFD 是 China Industrial Firms Data（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简称，CCTS 是 Chinese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中国海关贸易数据）的简称。本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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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国企业出口的 DVAR 从 2000 年的 48.39%逐步上升到 2006 年的 57.7%，7 年之间增

长了 9.31 个百分点。对比观察可看出这二者的增长变化趋势非常类似，变化幅度非常接近，

这可能说明企业从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所包含的进口成分因素并不是影响我国企业出

口 DVAR 的重要因素。并且可看出，在 2002 年我国加入 WTO 后是我国企业出口 DVAR 快

速增长的时期，由此说明，加入 WTO 后我国进一步的贸易开放政策可能是促进企业出口

DVAR 增长的重要推手。验证我们的测算结果是否合理的一个办法是，与 Koopman et al.
（2012）利用 I-O 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他们的测算结果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我国出

口 DVAR 大致从 50%上升至 60%。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结果非常接近。鉴于他们的 I-O 方法

是相对可靠的测算方法，由此可证明我们测算方法的合理性以及结果的可靠性。

图 1 2000-2006年间企业总体平均与不同贸易方式 DVAR的变化趋势

2. 不同出口贸易方式企业 DVAR 的变化趋势

图 2 是我们按照企业的不同贸易方式来展示本文的测算结果。在本文样本观察期内，

在三类主要的出口贸易方式中，如果不考虑企业从国内所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进口成

分的情形下，加工贸易企业出口的 DVAR 最低，均值为 45.04%。混合贸易出口较高，均值

为 55.27%。一般贸易出口最高，均值为 68.5%。具体来看，在 2000 年至 2006 年期间，三

类贸易方式的企业出口 DVAR 的增长情形存在差异。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DVAR 增长

幅度最大，由 2000 年的 41.15%逐步上升到 2006 年的 51.5%，7 年间的增长幅度为 10.35 个

百分点。混合贸易企业出口 DVAR 增长幅度相对较大，由 2000 年的 52.89%逐步上升到 2006
年的 57.92%，7 年间增长幅度为 4.41 个百分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 DVAR 变化幅度较小，

由 2000 年的 66.72%起伏缓慢增长到 2006 年的 69.72%，7 年间增长幅度为 3 个百分点。如

果考虑企业从国内所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的进口成分（设定 5%比例）的情形，我们可

以发现此情形下三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出口 DVAR 的变化情况，与不考虑企业从国内所采购

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进口成分的情形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知，推动中国企业出口 DVAR
上升的主要动力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的出口。

从与已有文献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的角度来看，Kee 和 Tang（2012）专门对中国加工

贸易企业进行了测算，其结果是企业出口 DVAR 由 2000 年的 52%上升至了 60%，而我们

的测算结果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 DVAR 由 2000 年的 39.5%上升至了 50.1%，显然远

低于 Kee 和 Tang（2012）的测算结果。Kee 和 Tang（2012）②
只是针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

进行测算，如果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 DVAR 要显著低于其它类型企业的基本事

实，那么，他们对中国企业出口 DVAR 的总体测算结果必然会高于 60%，这样的结果显然

高于 Koopman et al.（2012）利用 I-O 方法的测算结果，由此进一步证明 Kee 和 Tang（2012）
②
的测算方法的不合理以及我们所改进的测算方法的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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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DVAR 的变化趋势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企业出口 DVAR 的变化机制，图 3 给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
①
出口

DVAR 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如果不考虑企业从国内所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进口成

分的情形下，非港澳台外资企业出口 DVAR 最低，均值为 50.72%。港澳台企业出口 DVAR
也非常低，均值为 50.9%。集体所有制企业出口 DVAR 相对也较低，均值为 56.78%。集体

所有制性质企业出口 DVAR 相对也较低，均值为 56.78%。但是，独立法人性质企业的出口

DVAR 相对较高，均值为 58.43%。国有所有制企业与私人所有制企业的出口 DVAR 相对最

高，均值分别为 60.84%与 62.54%。进一步来看，在 2000 至 2006 年这 7 年期间，非港澳台

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集体企业、独立法人企业、国有企业与私人所有企业这六种不同

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出口 DVAR 的增长幅度分别为 8.02、9.55、7.07、5.46、4.70 与 4.69 个百

分点。这其中，非港澳台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出口 DVAR 的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集体企业

的出口 DVAR 的增长幅度也较大，独立法人企业出口 DVAR 的增长幅度一般，而国有与私

人所有企业出口 DVAR 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并且，这样的变化规律在考虑企业从国内所

采购的中间投入品中包含进口成分的情形下，也同样基本存在。

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出口 DVAR 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可能是外资企业（含港澳台与

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与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作为中国最主要的 FDI 来源与以加工贸易方式

最大的进出口经济行为主体，是推动中国出口 DVAR 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此，大量外资

企业的引入和外资企业产业链的延长可能才是中国出口附加值上升的最为根本的原因。相

反，本土企业对中国出口 DVAR 增长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

① 我们按照企业注册投资资本所占比重（≥50%）来区分国有、集体、独立法人、私人所有、港澳台与

非港澳台外资企业这 6 种类型，正如 Guariglia et al.（2010）所指出的，这种按照企业实收资本比重划分所

有制类型的方法比单纯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划分所有制更为可靠准确。

图 2-1 2000-2006年间企业不同贸易方式

出口 DVAR的变化趋势

图 2-2 2000-2006年间企业不同贸易方式出口

DVAR的变化趋势

（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包含 5%的间接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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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行业企业 DVAR 的变化趋势

不同行业出口 DVAR 的差异可以作为行业出口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依照之前的思

路，我们仍依次分析不同年份分行业的 DVAR 和不同出口贸易方式分行业的 DVAR。为了

保证测算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仅汇报了企业数目大于 800 的行业 DVAR 情况。

（1）分行业平均 DVAR。由图 4 可知，从 2000 年至 2006 年，大部分行业出口的 DVAR
有所增长，但是仍有部分行业（资本密集型）出口的 DVAR 不增反降，如：通讯设备、计

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40）；化学纤维制造业（28）；医药制造业（27）等。交通运

输设备之制造业（37）、食品制造业（14）基本保持不变。相反，主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

业，如纺织业（17），纺织服装、鞋、箱制造业（18），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

业（19）的 DVAR 处于一直上升阶段。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高新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通

讯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40）的出口 DVAR 出现了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50.26%下降为 2003 年的 43.17%，再缓慢上升到 2006 的 49.59%。这说明中国尽管出口了大

量技术程度高的产品，但是却只获得了较低的国内附加值。

图 3-1 2000-2006 年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DVAR 的变化趋势

图 3-2 2000-2006年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DVAR的变化趋势

（设定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包含 5%的间接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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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2003、2006年分行业的出口 DVAR的变化趋势

（按总体均值由大到小排序）

（2）不同贸易方式分行业 DVAR。图 5 显示，在不同的贸易方式下行业出口的 DVAR
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除了饮料制造业之外，其它所有行业中一般贸易的 DVAR
高于混合贸易，混合贸易的 DVAR 高于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角度来看，纺织服装、鞋、

箱制造业（18），纺织业（17）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1）的出口 DVAR
最低，分别为 35.5%、38.7%和 40.8%。从混合贸易角度来看，化学纤维制造业（28），通讯

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4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1）的

出口 DVAR 最低，分别为 45.2%、46%和 46.2%。从一般贸易角度来看，化学纤维制造业（28），
橡胶制造业（2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19）的出口 DVAR 最低，分别为

54.3%、64.4%和 64.7%。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出口 DVAR 越低的加工贸易行业中，一般贸

易出口的 DVAR 和加工贸易的出口 DVAR 的差距越大，比如纺织服装、鞋、箱制造业（18）
中二者的差距高达 44 个百分点，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40）与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1）中二者的差距也分别达 22.9 和 26.2 个百分点。我们对

此的解释是，在加工贸易的行业中，由于受到国外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与国外购买商的双

重挤压，企业难以获取利润，故而附加值率较低。而一般贸易受到国外原材料零部件供应

商与国外购买商的双重挤压的概率较小，因此能够获得更大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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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06年分行业与分贸易方式的出口 DVAR的变化趋势

（按加工贸易均值由大到小排序）

五、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本文所构造的测算方法所估算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有两点优势：一是可以深入地研

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对企业出口 DVAR 造成了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二是可以通过对影

响因素的识别来检验我们所测算的企业出口 DVAR 是否合理。下面，我们构建了一个检验

企业出口 DVAR 的影响因素的计量方程，来揭示推动我国企业出口 DVAR 变化的核心因素。

参照 Upward et al.（2012）等的做法，该计量模型设定为：

0 0 1          (10)it it it indus provin year itdvar dvar X Z                 

以上方程(10)式中，各变量的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度。这里，被解释变量为我

们所测算的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dvar。考虑到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dvar 可能具有的延

续性，在方程右边加入了其的滞后一期变量。其中，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为 X，会依照需

要研究的问题而有所变化。控制变量集合 Z 中主要是与企业自身特征相关的一系列变量，

包含的变量有：（1）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年均员工数的对数来表示；（2）企业年龄（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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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的成立时间来表示；（3）竞争程度（herfind），以按 4 分位企业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

曼指数来表示；（4）企业贸易类型的虚拟变量，以一般贸易类型企业为参照系，processing
为加工贸易类型企业，mix 为混合贸易类型企业；（5）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虚拟变量，以国有

企业为参照系，collective 为集体企业，legal 为独立法人企业，private 为私人所有企业，hmt
为港澳台企业，foreign 为非港澳台外资企业。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企业的行业特征（3 分

位）、省份地区特征以及年份特征所表示的各固定效应特征。

尽管我们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与企业自身特征相关的一系列变量以及与所有制差异、

地区差异、产业差异、时间差异各自相关的固定效应特征，而且也使用企业自身所处于的

城市区位作为聚类处理（cluster），但是可能因为并未考虑到企业中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因

素（例如管理能力、人力资本因素等）。而这些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企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差异。为了更能有效地利用面板数据中提供的信息，我们将服从 i.i.d 分

布的企业的误差项 it 分解为与时间无关的企业异质性误差项以及其余服从 i.i.d 分布的企业

误差项。另外，企业 DVAR 的滞后项对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X（n）的向量自回归方

法也可能引起序列相关性以及内生性的问题。为了能有效处理计量模型中的这些问题，我

们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两步系统 GMM 的估计方法。在选择了作为工具变量的差分方程

与水平方程的合适的滞后期后，各计量模型中用于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受过度识别约束的

Sargan-Hansen 检验方法以及针对二阶序列残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的 AR（2）检验，都通过

了该方法的基本检验要求。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推动中国出口企业 DVAR 变化的重要力量。首先，我们来探讨

FDI 的进入对企业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造成的影响。表 3 第(1)列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

省份地区的 FDI（省份地区的 FDI/地区当年实际 GDP）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就表明在 FDI 进入程度越多的省份地区中的出口企业 DVAR 越高。由此，我们

认为，推动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

外资企业出于防止技术外溢效应或者对创新研发诀窍的保护动机，通过零配件企业和主导

企业一起进入中国市场的“抱团”模式进行生产布局；另一方面，具有创新研发优势的国

外关键零配件为了占据中国市场而积极进入中国投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这两种情况必然

会导致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然而，这样的检验结果提醒我们，这种情形下的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未必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贸易利益所得。进一步，我们按照企

业贸易类型进行分组回归，表 3 中第(2)、(3)和(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工贸易和混合贸

易类型的样本企业中，FDI 的进入显著推动了出口企业 DVAR 的提高，而在一般贸易企业

中这种推动效应就不显著存在。而且，本土企业（包含国有、集体、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

性质企业）和外资企业（包含港澳台与非港澳台企业）的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结果

见表 3 第(5)和(6)列，外资企业中 FDI 的进入是推动其出口 DVAR 提高的重要力量，而 FDI
的进入却不是推动本土企业出口 DVAR 提高的力量。这样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加工贸易和

外资企业所带来的 FDI 的进入，是推动我国出口企业 DVAR 提高的重要因素。

其次，我们来研究企业出口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
①
对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造成的影响。表 3 中第(7)、(8)和(9)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用来表示企业出口发展中国家

与新兴国家的出口份额的变量 developing 和 emerging 的回归系数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代

表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的变量 developed 的回归系数没有呈现显著相关，这就说

明，企业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出口份额越高其 DVAR 越高，而出口到发达国家

的出口份额对其 DVAR 没有造成显著影响。这样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以及

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扩张可以提升国内附加值，进而获得更大的贸易利得。

①
这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分是按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标准。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除中国以外的

“金砖四国”，还包括“新钻 11 国”（Next-11，简称 N-11），即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 11 个新兴市场。

http://baike.baidu.com/view/8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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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 3 的回归结果还显示，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贸易方式以及不同年份的虚拟

变量的估计结果，验证了我们在第四部分对不同情形下企业出口 DVAR 变化趋势和差异性

的统计分析。

表 3 我国企业出口 DVAR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全样本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 本土 外资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

dvar-1 0.576*** 0.762*** 0.460*** 0.401 0.398 0.873*** 0.137** 0.739*** 0.541***

(6.78) (5.81) (4.75) (5.11) (5.63) (7.23) (2.44) (6.95) (5.66)

fdi 0.546** 0.479 0.600*** 0.240** -0.281 1.573***

(2.18) (1.37) (3.48) (2.39) (-1.28) (3.10)

developed -0.002

(-0.19)

developing 0.102***

(3.19)

emerging 0.096**

(2.08)

size -0.001 0.024*** 0.010** 0.012** 0.003 -0.013 -0.0001 -0.0001 -0.003

(-0.22) (4.57) (2.09) (2.55) (0.37) (-0.38) (-0.04) (-0.04) (-0.85)

age 0.0004 0.0004 0.002 0.0004 0.0003 0.044** 0.0004 0.0004 0.0005

(0.78) (0.62) (1.42) (0.69) (0.37) (2.37) (0.88) (0.88) (1.25)

herfind -0.148 0.051 -0.237 -0.108 -0.133 2.347** -0.128 -0.128 -0.136

(-1.31) (0.42) (-1.62) (-0.68) (-0.80) (2.11) (-1.19) (-1.19) (-1.34)

processing -0.260*** -0.548*** -0.406*** -0.262*** -0.262*** -0.264***

(-15.37) (-5.85) (-3.96) (-15.80) (-15.80) (-15.75)

mix -0.070*** -0.446*** -1.233*** -0.067*** -0.067*** -0.071***

(-5.61) (-6.47) (-4.89) (-5.57) (-5.57) (-5.94)

collective -0.032 -0.007 0.050 -0.059** -0.102* . -0.028 -0.028 -0.033*

(-1.54) (-0.13) (1.19) (-2.31) (-1.68) . (-1.50) (-1.50) (-1.74)

legal -0.018 0.036 0.018 -0.040** -0.021 . -0.016 -0.016 -0.016

(-1.17) (1.48) (0.52) (-1.96) (-0.85) . (-1.09) (-1.09) (-1.12)

private 0.025** 0.129*** 0.038 0.012 0.203*** . 0.027* 0.027* 0.024*

(2.30) (3.22) (0.90) (0.60) (5.27) . (1.76) (1.76) (1.79)

hmt -0.098*** 0.019 -0.051 -0.125*** . -0.647*** -0.093*** -0.093*** -0.093***

(-6.60) (0.73) (-1.35) (-5.79) . (-3.59) (-6.61) (-6.61) (-6.56)

foreign -0.131*** -0.022 -0.084** -0.161*** . . -0.124*** -0.124*** -0.127***

(-7.54) (-0.89) (-2.32) (-6.45) . . (-7.60) (-7.60) (-7.75)

2001 -0.002 -0.004 0.003 0.003 0.098* 0.748* 0.006 0.006 0.006

(-0.18) (-0.26) (1.29) (0.16) (1.77) (1.78) (0.73) (0.73) (0.70)

2002 0.0124 0.010 0.006** 0.024 0.079 0.592** 0.020** 0.020** 0.019**

(1.24) (0.57) (2.45) (1.56) (1.26) (2.28) (2.34) (2.34) (2.26)

2003 0.004 -0.009 0.014* 0.003** 0.053 0.703* 0.015** 0.015** 0.014**

(1.30) (-0.49) (1.76) (2.13) (0.68) (1.70) (2.22) (2.22) (2.15)

2004 0.005** -0.003 0.009** 0.003** 0.040 0.656** 0.019** 0.019** 0.018**

(2.32) (-0.19) (2.31) (2.10) (0.60) (2.35) (2.45) (2.4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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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0.023** 0.008 0.036** 0.020** 0.080 0.814*** 0.038*** 0.038*** 0.035***

(2.50) (0.46) (2.47) (2.07) (1.32) (2.73) (3.12) (3.12) (3.01)

2006 0.037** 0.007 0.061** 0.032*** 0.035** 0.852*** 0.052*** 0.052*** 0.051***

(2.28) (0.37) (2.25) (2.62) (2.50) (2.83) (3.86) (3.86) (3.81)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841*** 0.910*** 0.471*** 1.096*** 1.016*** 0.973** 1.004*** 1.002*** 1.031***

(6.87) (16.17) (5.05) (5.99) (9.75) (2.54) (10.93) (10.94) (11.56)

Hansen-

Sagan test

0.35 0.58 0.72 0.32 0.44 0.39 0.57 0.61 0.66

AR(1)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04 0.00 0.00

AR(2) 0.67 0.46 0.55 0.23 0.41 0.50 0.73 0.33 0.49

N 101234 34532 46752 30117 46521 58005 100237 100132 100309

注：*** 、** 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 t 或 z 值。

回归结果皆以企业所处的地级市的 cluster 效应加以处理。

六、结语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使用中国企业海关进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库的合并数据，在充分考虑中

国企业进口所具有的贸易代理商、进口资本品的折旧以及间接进口这三个现实问题的基础

上，对现有测算方法进行改进，从微观企业层面对 2000 至 2006 年期间中国企业出口的 DVA
以及 DVAR 作了有效测算。测算结果发现：（1）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在样本观察期内

的均值为 52.5%左右，7 年之间增长了约 8 个多百分点。加工贸易方式企业的出口 DVAR 均

值约为 45%，低于混合贸易的 55.3%以及一般贸易的 68.5%。然而，从推动中国出口 DVAR
上升的动力源泉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出口 DVAR 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是加工贸易，另一方面中国出口 DVAR 上升的主要推动者是外资企业（含港澳台外资与非

港澳台外资企业）。深入来看，进行加工贸易生产的外资企业是推动中国出口 DVAR 上升的

最重要力量；（2）中国出口附加值率在不同行业间体现出较大的差异。加工贸易在各行业

都具有较低的出口 DVAR。一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从事加工贸易的出口 DVAR 相对较

低，而且与一般贸易的出口 DVAR 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部分的出口份额较大的技术复

杂行业也具有较低的出口 DVAR。因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没有改变“为他人作嫁衣”

的地位；（3）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FDI 的进入是导致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出口 DVAR
增长的主要幕后推手，证明生产关键零配件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是造成中

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提升的主要动因，由此反映中国从现行的国际贸易生产与贸易体系中

获得的贸易利得有限。相反，对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出口有利于贸易利得的提升。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从贸易利得角度来看，加工贸易和 FDI 对中国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及对利用外资政策

的进一步调整，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重点所在。本文研究成果所具有的另

一个应用方向是对不同国家之间贸易逆差或顺差的重新估算。在产品内分工盛行的背景下，

仍然从贸易总量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并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将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如

2011 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值为 3244.9 亿美元，进口值为 1221.5 亿美元，按贸易总量来看，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2023.4 亿美元，而假设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平均国内附加值率为

50%，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为 70%，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1590.68 亿美

元，仅为传统顺差统计口径的 78.6%。如果考虑到中美贸易结构中中国对美国出口更多采用

加工贸易方式，按照国内附加值率来估算的中美贸易顺差可能还要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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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 1 2000、2003、2006年分行业的出口 DVAR的变化趋势

（按总体均值由大到小排序）

（设定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包含 5%的间接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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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 2 2000-2006年分行业与分贸易方式的出口 DVAR的变化趋势

（按加工贸易均值由大到小排序）

（设定国内采购的中间投入包含 5%的间接进口）


